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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湖泊环境及其生态系统受到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[1]。洱海位于云

南省西北部，是全省第二大高原淡水湖泊，也是大理市不可或缺的饮用水资源。随着区域的

经济发展，人类活动日益增多，洱海面临着巨大的环境问题，例如水体富营养化，重金属污

染问题等[2]。水质恶化及其富营养化会导致蓝藻水华的爆发，从而近一步影响湖泊生态系统
[3]。因此，如何有效实现水华监测，从而达到预防蓝藻水华的目的是当前洱海水环境保护研

究的重点。当蓝藻水华发生时，水体中叶绿素 a 的含量会相应增加，导致水华和非水华水域

的光谱特性出现明显差异，可通过遥感的技术手段来监测蓝藻水华的发生。 
“哨兵”2 号（S2）卫星携带多光谱成像仪（MSI），“哨兵”3 号（S3）卫星携带海陆色

度仪（OLCI）和海陆表面温度辐射计（SLSTR），它们的成功发射和运行为水环境遥感的研究

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[4]。由于缺乏实测数据，以及存在复杂的气象及水环境条件的干扰，验

证和评估“哨兵”2 号和 3 号数据质量存在一定挑战。对“哨兵”2 号与 3 号卫星的结合使

用，可为各类监测提供高、中、低分辨率的数据，以满足不同的研究需求。 
    本研究的目标：1）评估“哨兵”2 号卫星长时序监测洱海水华的能力；2）研究洱海水

华和水温的时空分布规律；3）评价“哨兵”3 号卫星对洱海水华监测的贡献，并结合“哨

兵”2 号数据分析水华发生的驱动因素。 
在本研究中，我们使用了 2016 年 11 月到 2017 年 12 月的 22 景“哨兵”2 号 MSI 影像

（云量少于 50%）和同时段的 13 景 Landsat8 OLI 遥感影像（云量少于 50%）。我们利用虚拟

基线高度浮藻指数（VB-FAH），从“哨兵”2 号和 Landsat 遥感影像中识别并提取洱海水华。

采用分裂窗算法从 84 景“哨兵”3 号遥感数据中提取水体温度信息[5]，同时结合 MODIS 14
年水温数据，分析其与蓝藻水华爆发的联系。 

结合 Landsat OLI 和“哨兵”2 号水华分布图，可分析得出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
月水华的发生过程。研究表明，水华第一次爆发是在 2016 年 10 月，位于湖心，从 2016 年

10 月到 2017 年春末向洱海北部迁移。为了描述蓝藻水华爆发的持续过程，对于水华发生次

数和持续时间进行如下设定，认为在若两景水华爆发影像时间间隔在 3-5 日以内，且该段时

间内气象条件较稳定，认为两日水华同属一次水华，且该次水华持续时间为有影像记录的首

末时间差。据上述规则，由“哨兵”2 号卫星在 2016 年 11 月 22 日、24 日和 Landsat8 在 2016
年 11 月（11 月 20 日，11 月 23 日，11 月 27 日）的三个水华观测应合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水

华，凸显出了“哨兵”2 号卫星对洱海水华长期监测研究的贡献[6,7]。 
洱海水体表面温度呈现出典型的季节变化，最低温出现在 2016 年 12 月，最高温出现在

2017 年 4 月。70 景月均水体表面温度图揭示了南北水温差异：洱海南部水温比北部低 0.03K。
根据 SLSTR L1B 的结果，2016 年十月相对较冷，这与中国气象中心的气象数据记录相一致。 
 基于 MOD11A 和“哨兵”3 号卫星，我们计算得出 2016 年至 2017 年洱海月均水体表

面温度分布数据。与 MOD11A 卫星计算得到的 14 年（2003-2017 年）月均水体温度相比，

“哨兵”3 号卫星计算得到的月均水体温度高出了 0.9-2.5°C。在 2016 年秋季和初冬，洱海

爆发了大面积的水华，表明较高的水体温度是导致水华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此外，在 2017

年，“哨兵”3 号卫星计算得到的月均水体温度比 MOD11A 卫星计算得到 14 年 （2003-2017
年）月均水体温度高出了 0.5-3.5°C。在水华爆发的一月和二月，其水体表面温度均较高。 

 “哨兵”3 号（S3）卫星海陆表面温度辐射计（SLSTR）有助于寻找洱海水华爆发和水



体表面温度之间的联系，结果显示当水体表面温度升高时，水华更容易爆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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